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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厘清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影响企业进口理论机制的基础上， 以中国

２００２ 年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的调整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采用 ＤＩＤ 模型检

验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作用机制及异质性， 并拓展性地检验了外

资准入政策放松对进口的政策效果是源于市场准入还是优惠政策， 最后进一步考察

了制度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其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 （１） 外资准入

政策放松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 （２）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主要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

模、 增加企业融资能力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方面促进企业进口； （３） 外资准入

政策放松对于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以及中低技术行业的进口促进作用更突出； （４）
相较于外资准入， 给予外资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进口的影响效果更加突出。 本文为政

府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准入政策引导企业扩大进口以及推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提供了经验层面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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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据统计， 在市场准入不断放松以及进口贸易逐步被重视的几十年中， 我国利用

外资额和进口贸易额均取得了快速增长。 例如， １９８３—２０１８ 年， 中国实际利用外

资金额增长了约 ６０ 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 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由 ２２５０ ９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１３５７ ３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 １３ ３２％， 成为全球第二大货物贸易进口国①。 外

资进入和进口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外资

准入政策不断放松的同时， 中国微观企业的进口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其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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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机制是什么？ 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一直以来都未得到很好

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一直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而进口贸易一直属于

“配角”， 这造成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出口贸易， 而对进口贸易的研究较为匮乏

（高超和黄玖立， ２０１９） ［１］。 但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致使中国面临的贸易冲

突与摩擦日益增多， 这使得研究如何扩大进口， 从而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已迫在

眉睫。 因此， 研究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如何影响企业进口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鉴于此， 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调整外资准入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利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 基于双重差分 （ＤＩＤ） 模型系统考察外资准入政策放

松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作用机制及异质性。 与以往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

于： 第一， 从进口角度考察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与企业进口的关系， 丰富了相关文

献， 并为理解 “外资准入政策” 调整的效应提供了科学依据。 第二， 采用目前较

为主流的准自然实验法科学评估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政策效果， 并结

合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内生性处理， 对优化外资准入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

三， 深入分析并厘清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机制的影响， 对实施扩大进口

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与企业行为关系的研

究， 当中已有大量文献从企业生产率、 企业出口、 企业创新以及工资差距等方面考

察了 ＦＤＩ 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第一， 较多文献聚焦在 ＦＤＩ 影响企业生产率方面。 由

于外资的衡量指标不同以及存在内生性问题等原因， 现有文献关于 ＦＤＩ 对企业生产

率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２］， 如傅元海等 （２０１０） ［３］发现外资企业

往往拥有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会通过技术转移、 人员流动以及市场竞争

等途径对本土企业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而毛其淋和方森辉 （２０２０） ［４］ 研究发现外资

企业进入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 第二， 部分文献探讨了 ＦＤＩ 与出口贸易的关系。
Ｂａｎｇｎ （２００６） ［５］基于印度制造业面板数据， 发现 ＦＤＩ 显著促进了出口多样化， 且

不同国家对出口多样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第三， 部分文献探讨了 ＦＤＩ 对企业创新

和工资差距的影响。 毛其淋 （２０１９） ［６］发现 ＦＤＩ 会对本土企业带来溢出效应和学习

效应， 从而促进本土企业创新； 王若兰和刘灿雷 （２０１９） ［７］发现， 外资企业会通过

提高劳动者工资吸引高质量劳动力， 从而扩大企业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已有文献还较为全面地分析了 ＦＤＩ 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 其中不乏以外资准

入政策放松为准自然实验， 对外资进入自由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决策进行因果效应

检验的文献。 例如， 毛其淋和方森辉 （２０２０） 以外资管制政策调整为准自然实验，
发现外资进入自由化会对本土企业生产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 李雨浓等 （２０２０） ［８］

则考察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与企业非产成品存货的关系， 但这些文献均未探讨外资

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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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研究的是企业进口， 主要包括企业进口的经

济绩效研究和企业进口影响因素的研究。 其中， 企业进口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已经

较为丰富， 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企业进口与企业生产率、 企业创新和企业加成率等

方面的关系 （钱学锋等， ２０１０［９］； Ｙｕ， ２０１５［１０］； Ｌｉｕ ａｎｄ Ｑｉｕ， ２０１６［１１］； 黄先海

等， ２０１６［１２］）。 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已有文献对贸易影响因素

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出口贸易领域。 在少部分研究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的文献中， 学者

们主要探讨了关税和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保护、 汇率、 信息壁垒、 政府补贴和融

资约束等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余淼杰和李乐融， ２０１６［１３］； 魏浩和李晓庆，
２０１９［１４］； 刘 斌 和 赵 晓 斐， ２０２０［１５］； 许 家 云 和 毛 其 淋， ２０１９［１６］； 魏 浩 等，
２０１９［１７］）。 许家云和毛其淋 （２０１９）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探讨了生产性补贴

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 发现生产性补贴能显著促进企业进口行为； 魏浩和李晓庆

（２０１９） 研究发现， 中国国内进口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不利于进口产品质量水

平的提高； 程凯和杨逢珉 （２０１９） ［１８］研究发现汇率升值会促进企业进口， 包括提高

企业进口倾向和进口产品种类， 并促进了企业进口产品质量升级。 虽然已有文献从

多个维度分析了企业进口的影响因素， 但还没有文献专门从外资进入视角检验准入

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外资准入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之一， 目的在于控制外资进入、
干预外资活动。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意见

的通知》 明确提出要持续发挥外资对扩大进口的推动作用①， 发挥外资在引进先进

技术、 管理经验和优化进口结构等方面的作用。 由于企业在进口贸易前后不仅需

要获取国外市场信息和产品信息， 还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规则， 从而造

成企业在进口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如信息不对称、 交易风险以及运输

风险等。 随着外资准入政策的放松， 东道国将吸引大量外资进入， 让外资企业能

够利用自身经验帮助东道国企业解决其在进口过程中的问题， 从而推动企业进口

的增加。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１：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可以促进企业进口。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将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和企业整体福利上升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１９］ 。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降低了下游企业购买进口中间品的成本， 使企业可

以购买更多种类的具有质量优势的外资中间品， 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 在贸

易开放的条件下， 企业生产率提高会引起企业总体价格水平降低， 并促使企业整

体福利上升。 一般情况下， 企业贸易福利上升会引致企业生产规模扩张。 为了满

足生产规模扩张的需要， 企业会相应地增加对进口的投入， 尤其是中间品进口的

需求。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２：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促

进企业进口。
对于企业而言， 进口贸易范围扩张将提高企业的交易费用， 如通过在新市场建

立分销网络、 使产品符合国际贸易规则等均将增加企业的固定成本， 而且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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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规模） 的增加将提高保险费用、 运输费用和关税等可变成本。 可见， 企业

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去应对进口贸易增加带来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增加 （魏浩等，
２０１９）， 因此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进口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３： 外

资准入政策放松可以通过提高融资能力促进企业进口。
已有研究发现外资准入政策放松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因为拥有先进生产技

术与管理经验的外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之后， 会对本土企业产生示范效应。 外

资企业进入还将使大量在外资企业工作过或受过良好技能训练的研发人员流向本土

企业， 进而有利于改善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毛其淋， ２０１９）。 新增长理论将创新

视为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内生性行为， 企业创新的最终目的依然是收益最大化。 企

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将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 从而使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去进行尖端产

品的进口。 占中国企业总数不到 ３％的外资企业， 其研发投入一直保持在 ２０％以

上， 可见外资企业更关注研发投入， 外资进入将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４：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

业进口。
企业进口大量中间品将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国

内企业将调整产品范围， 优化经营和降低生产成本， 集中生产效率最高、 核心竞争

力最强的产品， 减少或不再生产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 最终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生

产效率和竞争力， 而效率低或竞争力弱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 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

品能降低一国进口产品价格指数， 进而降低生产企业的总成本， 增加企业利润，
促使企业有能力进口高技术的设备和产品。 由于跨国公司往往具有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管理经验， 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学习与模仿来吸收、 获得这些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管理经验， 进而有助于降低自身的边际生产成本， 提高东道国企业的进口能

力。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５：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企业

进口。

二、 实证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样本为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 其中， 企业基本信息和财

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企业进口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

总署统计的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 本文借鉴 Ｙｕ （２０１５） 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和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匹配， 并参考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２０］的思路对匹配

数据进行如下预处理： （１） 删除 １９４９ 年之前成立的企业， 同时删除企业成立月份

小于 １、 大于 １２ 的企业； （２） 删除从业人数小于 ８ 的企业； （３） 删除重要经济指

标 （如总资产、 工业总产值等） 中任何一项存在缺漏值、 零值或负值的企业； （４）
删除不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企业。

（二） 模型设定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后文简称 《指导目录》 ） 自 １９９５ 年发布以来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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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 ９ 次修订， 修订中每个细分产业可能会出现三种变动状况， 即外资准入程度增

大、 外资准入程度不变和外资准入程度减小。 在历次 《指导目录》 的修订中，
２００２ 年的修订幅度最大， 大量原来受到禁止和限制的行业或产品被调整为允许和

鼓励。 因此， 本文将 ２００２ 年 《指导目录》 的修订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通过对比

２００２ 年和 １９９７ 年修订的 《指导目录》， 识别出外资准入政策发生变动的行业， 然

后将其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２００２ 版》 四分位行业代码进行匹配①。 匹配之后发

现， 四分位行业中外资准入放松的行业有 ５３ 个， 外资准入不变的行业有 ３１８ 个，
外资准入紧缩的行业有 ２３ 个， 混合型行业有 ７ 个。 本文将外资准入紧缩行业和混

合型行业剔除， 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行业作为实验组， 外资准入政策不变的行业

作为控制组。 基于双重差分法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Ｙｆｉ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 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ｔ ＋ μｆ ＋ μｔ ＋ εｆｉｔ （１）

其中， ｉ 表示四分位行业， ｔ 表示年份， ｆ 表示企业， 被解释变量 Ｙｆｉｔ 表示企业进

口； Ｔｒｅａｔｉ 是用来识别外资准入政策变动的行业虚拟变量，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行

业赋值为 １， 外资准入政策不变的行业则赋值为 ０； Ｐｏｓｔ ０２ｔ 是用来识别外资准入政

策放松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 由于 ２００２ 年 《指导目录》 的调整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 日

开始实施， 参照 Ｌｕ 等 （２０１７） 的做法， 本文将 ２００２ 年以后各年份赋值为 １， ２００２
年以前各年份赋值为 ０， ２００２ 年赋值为 ３ ／ 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ｔ 为控制变量； μｆ 和 μｔ 分别为企

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ｆｉｔ 为随机误差项。
（三） 指标选取与数据描述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使用企业进口贸易额 （ ｉｍｐ） 衡量企业进口， 借鉴许家云和毛其淋 （２０１９）
的方法， 采用企业 ｆ 在时间 ｔ 的 “进口贸易额＋１” 的对数值衡量企业进口。

２ 控制变量

为了剔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本文选取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 政

府补贴、 企业利润率和出口密集度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具体设定如

下： （１） 企业年龄 （Ａｇｅ） ， 采用 “当年年份－企业成立年份＋１” 的对数值衡量；
（２） 企业规模 （Ｓｃａｌｅ） ， 采用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对数值衡量； （３） 资

本密集度 （Ｋｌｒ） ， 采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的比值衡量； （４） 政府补贴 （Ｓｕｂｓｉｄｙ） ， 若企业收到政府补贴则取值为 １， 没有

则取值为 ０； （５） 企业利润率 （ｐｒｏｆｉｔ） ， 采用企业利润总额与补贴收入的差值占

企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重衡量； （６） 出口密集度 （Ｅｘｐ） ， 采用出口交货值与企

业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衡量。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均符合

实际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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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果一个行业中所有或部分产品准入程度放松， 则该行业为外资准入放松行业； 如果一个行业中所有

产品准入程度都不变， 则该行业为外资准入不变行业； 如果一个行业中所有或部分产品准入程度紧缩， 则该

行业为外资准入紧缩行业； 如果一个行业中同时存在上述多种情况， 则该行业为混合型行业。
限于篇幅， 本文未报告描述性统计表，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三、 实证分析

（一） 典型特征事实分析

本文首先对我国外资进入和企业进口之间的关系进行特征事实分析。 图 １ 报告

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进口贸易额的变化趋势。 根据图 １ 可以

发现： 第一，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贸易进口额总体上均呈现增长趋势， 仅在金融

危机阶段出现短暂下降； 第二， 我国贸易进口额的增长趋势与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

长趋势基本一致。 这初步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增加了外资进入， 从而促进了进口

贸易的增加。

图 １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和进口贸易的趋势图

（二） 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本文基于模型 （１） 进行基准回

归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 １ 第 （１） 和 （２） 列所示。 其中， 表 １ 第 （１） 列控制了企

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 表 １ 第 （２） 列在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估计结果显示： 无

论是否加入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 政府补贴、 企业利润率和出口密集

度等控制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口， 这一估计结果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

说 Ｈ１。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通过吸引更多外资进入， 发挥外资进入对扩大进口的推

动作用， 有利于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
（三）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及时间动态效应

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时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即政策实施之前实验

组和控制组的因变量具有共同变化趋势。 参考毛其淋和方森辉 （２０２０） 的做法，
本文将模型 （１） 中的时间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ｔ 替换为各年份虚拟变量， 然后基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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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结果如表 １ 第 （３） 列所示。 检验结果发现，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０、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１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表明实验组与控制

组的企业进口在外资准入政策调整之前没有显著差异， 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交互

项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和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３ 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 说明外资准入政策放

松对企业进口的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４、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５ 和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６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值呈现

增大的趋势。 这验证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 且政策效应随着时

间的推移总体增强。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２０３９∗∗∗ ０ １５８３∗∗∗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２７４）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０ ０ ０３３７
（０ ０６３８）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１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５８６）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５１８）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４３４）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４ ０ １０７９∗∗

（０ ０４７６）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５ ０ １２１１∗∗

（０ ０５２２）

Ｔｒｅａｔ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６ ０ １３５９∗∗

（０ ０５５８）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７ ４５０１∗∗∗ ４ ８３８６∗∗∗ ５ ４９４１∗∗∗

（０ ０２０５） （０ ０５７０） （０ １０２９）

Ｒ２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２１２

样本量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回

归结果， 下同。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同时排除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干扰， 本

文借鉴 Ｌｕ 和 Ｙｕ （２０１５） ［２１］等的思路， 通过虚假设定外资准入政策冲击时点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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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检验。 具体思路为： 首先假设外资准入政策的调整年份发生在 ２００１ 年， 然后

基于模型 （１） 进行安慰剂检验。 若此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 则说明企业

进口的增加并不是由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 引起的； 反之则表明企业进口的增加

是源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 检验结果如表 ２ 第 （１） 列所示。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１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说明企业进口的增加确实源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 从而反向印

证了前文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２ 更换企业进口指标

考虑到指标测算偏误可能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企业进

口决策、 进口价格和进口数量等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并基于模型 （１） 重新进行

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２ 第 （２） — （４） 列所示。 其中， 企业进口决策 （ｐｉｍｐ） 采用

企业是否进口的虚拟变量衡量； 企业进口产品单价 （ｐｅｒｐｒｉｃｅ） 采用进口贸易额与企

业进口产品数量的比值衡量； 进口产品数量 （ ｊｋｓｌ） 采用企业 ｆ 在时间 ｔ 的 “进口数

量＋１” 的对数值衡量。 结果显示， 当被解释变量为 ｐｉｍｐ 和 ｊｋｓｌ 时，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显著提升了企业进口决策和

进口产品数量； 当被解释变量为 ｐｅｒｐｒｉｃｅ 时，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 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显著抑制了企业进口价格。 研究结果侧面验证了外资

准入政策放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口。
３ 排除同期干扰政策的影响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外生政策冲击发生在 ２００２ 年， 而同时期发生的其他重大

事件也可能会影响企业进口， 如 ２００１ 年中国正式加入 ＷＴＯ 和同期发生的国有企

业改革等。 为了降低中国加入 ＷＴＯ 对企业进口的冲击， 本文在模型 （１） 中加

入行业进口关税税率 （ ｔａｒｉｆｆ） 与时间趋势变量 Ｔ 的交互项， 然后重新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２ 第 （５） 列所示。 其中， 行业关税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官

网①。 结果显示：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这表明企业进口

的增加是由外资准入政策放松， 而非加入 ＷＴＯ 引起的。 与此同时， ２００２ 年大量

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制， 这也可能影响企业进口。 由此本文进一步加入行业

层面的国有企业份额②（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进行重新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２ 第 （６） 列所

示。 估计结果再次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能显著促进企业进口。 由此可知， 企业

进口增加的影响是来自外资准入政策放松， 而不是源于同时期的中国加入 ＷＴＯ
或国有企业改革。

４ 数据时间跨度问题

为考察样本数据时间跨度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将数据时间跨度变

更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重新对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与企业进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
估计结果如表 ２ 第 （７） 列所示。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再

次验证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能显著促进企业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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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 ／ ／ ｔａｒｉｆｅｄａｔａ ｗｔｏ ｏｒｇ ｏｒｇ ／ 。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用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个数占总企业个数的比值表示。



表 ２　 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安慰剂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

ｐｉｍｐ ｐｅｒｐｒｉｃｅ ｊｋｓｌ
剔除加入
ＷＴＯ 干扰

剔除国企
改革干扰

数据跨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１

０ ０５３１
（０ ０３２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１０２∗∗ －８ ０７７０∗∗ ０ ３３１５∗∗∗ ０ ２０２３∗∗∗ ０ ２１４８∗∗∗ ０ １４１０∗∗∗

（０ ００４１） （４ ０７４２） （０ ０４１３）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２４２）

ｔａｒｉｆｆ × Ｔ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５８∗∗∗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４）

ｓｏｅｓｈａｒｅ
－０ １７５７
（０ １８６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５ ４９７２∗∗∗ ０ ４１０５∗∗∗ ５４ ６２５５∗∗∗ ６ ８５６５∗∗∗ ４ ５３７８∗∗∗ ４ ８５９８∗∗∗ １ ６７１０∗∗∗

（０ １０２８） （０ ００８１） （９ ４６１５） （０ ０８９６） （０ ０６８０） （０ ０７２４） （０ ０５１４）

Ｒ２ ０ ０２１０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１９０ ０ ０８１３

样本量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５５ ６５３ １０６ ６５１ １０６ ８３３ ９１ ７４９ ９１ ７４９ ３６０ ７５６

５ 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本文采用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间接验证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 通过随机选择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行

业作为虚假实验组行业； 第二， 将虚假实验组行业与时间虚拟变量相乘构成虚假

交互项， 然后重新基于模型 （１） 进行回归分析。 理论上来讲， 如果没有遗漏重

要变量或显著偏误， 虚假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应与 ０ 无显著差异。 为避免偶然性因

素的干扰， 本文重复上述操作 １０００ 次。 图 ２ 描述了 １０００ 次随机抽样估计系数的核

密度函数分布， 从中可以看出： 基于随机抽样得到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 ０ 附近， 而

基准回归结果的估计系数值 （即 ０ １５８３， 表 １ 第 ２ 列） 明显落在核密度函数之外。
由此可见， 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因遗漏重要变量而带来的估计偏误， 反向印证了外资

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显著促进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五） 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法

虽然本文采用的双重差分模型能缓解内生性， 但仍然可能存在以下的内生性问

题： ①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与企业进口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即企业进口增加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利润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从而导致以吸引

外资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为重点工作的政府继续放松外资准入政策； ②潜在的实验组

样本因选择上的非完全随机和非观测因素也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 为此， 本文进一

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刘灿雷等 （２０１８） ［２２］的思路选

择行业外资份额 （ＦＤＩ＿ Ｓｅｃｔｏｒ） 作为工具变量， 选择的原因如下： （１） 相关性， 行

业外资份额与外资准入政策密切相关， 外资准入政策的调整与行业外资份额相互影

响； （２） 外生性， 相对于行业外资份额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 外资份额与企业

进口贸易的外生性特征较为显著。 表 ３ 汇报了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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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阶段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行业外资份额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存在正向关

系， 同时也反映出二者间的显著相关性与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 基于弱工具变

量检验的 Ｆ 统计值为 ８２２ ３７４０， 远大于临界值 １０， 表明估计结果中不存在明显

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段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进一步缓

解双向因果关系、 实验组样本选择非完全随机和非观测因素等内生性问题后， 外

资准入政策放松依然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

表 ３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项目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ｉｍｐ

ＦＤＩ＿ Ｓｅｃｔｏｒ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０２１）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３ ０６８５∗∗∗

（１ １５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 ０４５６∗∗∗ ５ ５７２０∗∗∗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９２１）

ａｄｊ Ｒ２ ０ ４６３０ ０ ０２７３

样本量 １５５ ６５３ １０６ ８３３

四、 进一步分析

（一） 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可能通过生产规模效应、 融资约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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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企业创新效应以及生产成本效应等方面影响企业进口。 为此， 本文将通过构建

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影响企业进口的作用机制。 中介效应模型

构建如下：
　 　 　 Ｙｆｉ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 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ｔ ＋ μｆ ＋ μｔ ＋ εｆｉｔ （２）
　 　 　 Ｍｆｉ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 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ｔ ＋ μｆ ＋ μｔ ＋ εｆｉｔ （３）
　 　 　 Ｙｆｉ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 φＭｆｉｔ ＋ 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ｉｔ ＋ μｆ ＋ μｔ ＋ εｆｉｔ （４）
其中， Ｍｆｉｔ 代表企业生产规模 （ＳｃａｌｅＥｘｐ） 、 企业融资约束 （Ｓｃｏｒｅ） 、 企业创新

（ Ｉｎｎｏｖ） 和企业生产成本 （Ｃｏｓｔ） 等中介变量， 其余变量含义同模型 （１）。 本文选

用企业销售额增长率衡量企业生产规模 （ＳｃａｌｅＥｘｐ） ； 使用企业现金流 （企业净利

润与本年折旧费之和） 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衡量企业融资约束 （Ｓｃｏｒｅ） ， 该比值越

大， 说明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 融资约束越小； 使用企业新产品销售额的对数衡量

企业创新 （ Ｉｎｎｏｖ） ； 采用企业管理费用支出占总产出比重的对数衡量企业生产成本

（Ｃｏｓｔ） ，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具体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机制检验结果

项目
ＳｃａｌｅＥｘｐ Ｓｃｏｒｅ Ｉｎｎｏｖ Ｃｏｓｔ ｉｍｐ ｉｍｐ ｉｍｐ ｉｍ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９１∗∗∗ ０ １１６２∗∗ －０ ００５４∗∗∗ ０ １５７１∗∗∗ ０ １５７９∗∗∗ ０ １５８０∗∗∗ 　 ０ １５７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４８０）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２７３）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２７０） （０ ０２７０）

ＳｃａｌｅＥｘｐ ２ ４０４６∗∗∗

（０ １３４８）

Ｓｃｏｒｅ ０ ０５２８∗∗

（０ ０２１９）

Ｉｎｎｏｖ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３０）

Ｃｏｓｔ －０ ２７１９∗∗

（０ １２２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２５１∗∗∗ －０ ３４４０∗∗∗ ０ ０９３５∗∗∗ ４ ９１５９∗∗∗ ４ ８３５２∗∗∗ ４ ８４１０∗∗∗ ４ ８７１６∗∗∗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９０） （０ １２１０）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５７１）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５９０）

Ｒ２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９８９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１９９ ０ ０２５５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２００

样本量 １５５ ６５３ １５５ ６５３ １５５ ６５３ １５５ ６５３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表 ４ 中， 由于模型 （２） 的回归结果与表 １ 第 （２） 列的基准回归结果相同， 这

里未作展示。 将中介变量 （ＳｃａｌｅＥｘｐ 、 Ｓｃｏｒｅ 、 Ｉｎｎｏｖ 、 Ｃｏｓｔ）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

果如表 ４ 第 （１） — （４） 列所示。 估计结果发现，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显著促进了

企业生产规模、 企业融资能力以及企业创新的提升， 同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成

本。 基于表 ４ 第 （５） — （８） 列的估计结果发现，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可以通过

企业生产规模扩张显著促进企业进口， 还可以通过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来促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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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又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来促进企业进口， 但未能通过企业创新来促

进企业进口。
（二） 异质性检验

１ 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检验

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多是以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 而国有企业并不完

全追求利润最大化 （李磊等， ２０１６） ［２３］。 鉴于此， 本文根据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和控

股情况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外资企业、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然后基于模型 （１） 考

察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政策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估计结果如表 ５ 第

（１） — （３） 列所示。 结果显示，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这三类企业的进口均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进一步比较估计

系数值后发现，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民营企业进口的影响系数最大， 其次是外资企

业， 最后是国有企业。 存在差异性的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享受较多的融资、 补贴

等优惠政策 （祝树金等， ２０１９） ［２４］， 因而受到外资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
２ 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 由于贸易中存在可观的固定成本， 只有相对生产率高

和规模大的企业才会进入国际市场并从中获益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２５］ 。 外资准入政

策放松使得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 中小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这些外资企

业， 相比以前更易参与国际市场。 为了检验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影响企业进口的效

果是否在中小企业中更突出， 本文参考岳云嵩和李兵 （２０１８） ［２６］ 的思路， 依据

企业年平均从业人员数对样本企业分类， 将企业年平均从业人员数分别为 ８—
９９、 １００—４９９ 和 ５００ 以上的企业分别定义为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
然后基于模型 （１）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５ 第 （４） — （６） 列所示。 结果显

示，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大、
中、 小型企业的进口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进一步比较系数估计值后发现， 外资

准入政策放松对中小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一结果也符合理论预期。

表 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 Ｉ

项目
企业所有制 企业规模

外资 国企 民营 小 中 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２８５９∗∗ ０ １１２２∗∗∗ ０ ３９０１∗∗∗ ０ １８５７∗∗∗ ０ １５０８∗∗∗ ０ １４１８∗∗

（０ １３４８）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６９０） （０ ０５０４）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５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５ １６５９∗∗∗ ４ ７４９２∗∗∗ ３ ３６３５∗∗∗ ６ ０２４４∗∗∗ ４ ０１７２∗∗∗ ３ ５６１４∗∗∗

（０ ２４３８） （０ ０６３５） （０ １６１７） （０ １３２９） （０ １４６２） （０ ２４７４）

Ｒ２ ０ ００９５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１１０

样本量 ６ ０２８ ８０ １９９ ２０ ６０６ ２６ ８９２ ５６ ５８０ ２３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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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行业技术差异的异质性检验

长期以来中国在低技术行业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随着劳动力等要素价

格上升， 企业生产成本优势逐渐降低。 因此， 积极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增强企

业在高技术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成为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基于此， 本文进

一步考察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在不同技术行业的差异化影响。 借鉴 Ｊｅｏｎ
等 （２０１３） ［２７］的做法， 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高技术行业、 中技术行业、 低技术行业

三组， 然后基于模型 （１）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６ 第 （１） — （３） 列所示。 能

够发现，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显著促进了中低技术行业的企业进口， 而对高技术行业

的企业进口无显著作用。 其原因可能在于外商投资企业往往是把中低端技术以及劳

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而把高新技术和核心尖端技术留在本国。
４ 分位数的再回归

本文在此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不同进口水平企业的影

响， 估计结果如表 ６ 第 （４） — （７） 列所示：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不同进口水平企

业均产生了显著正向作用， 且随着企业进口贸易额的增加， 其影响企业进口的估计系

数值逐渐减小而后趋于稳定。 这一研究结论符合经济学理论中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

表 ６　 异质性检验结果 ＩＩ

项目
行业技术差异 分位数回归

高技术 中技术 低技术 ｑ２０ ｑ４０ ｑ６０ ｑ８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１７１６ ０ １４２６∗∗∗ ０ ２８２９∗∗∗ ０ ４８０５∗∗∗ ０ ３２２８∗∗∗ ０ ２６０８∗∗∗ ０ ２５８４∗∗∗

（０ ２０９６） （０ ０４０３）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５０７）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２５９） （０ ０２２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５ ５７１６∗∗∗ ５ １９７３∗∗∗ ４ ００４９∗∗∗ ２ ９７６７∗∗∗ ４ ３１８９∗∗∗ ５ ２８６２∗∗∗ ６ １９５２∗∗∗

（０ ４７０４） （０ ０７８２） （０ １１４３） （０ ０９７２） （０ ０６３１） （０ ０４９６） （０ ０４３１）
Ｒ２ ０ ０２７４ ０ ０１９４ ０ ０２０３ ０ ０３１９ ０ ０４５９ ０ ０６４１ ０ ０９７１

样本量 ６ ３５２ ４９ ０２７ ５０ ９４５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８３３

（三） 拓展研究

１ 市场准入类别的影响

在实践中， 由于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程度的不同， 外资企业所受到的待遇也不

同， 《指导目录》 中被列为鼓励类的外资企业可以享受特殊优惠政策， 而被列为允

许类的外资企业则没有特殊优惠政策。 为了探究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影

响究竟是市场准入的效果还是优惠政策的效果， 本文首先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程度

分为如下两类： Ｔｒｅａｔ＿ Ｄ１ｉ （禁止类或限制类变为允许类） 和 Ｔｒｅａｔ＿ Ｄ２ｉ （禁止类或

限制类变为鼓励类）， 然后用 Ｔｒｅａｔ＿ Ｄ１ｉ 和 Ｔｒｅａｔ＿ Ｄ２ｉ 代替模型 （１） 中的 Ｔｒｅａｔ 进
行回归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 ７ 第 （１） 列所示：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Ｄ２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 Ｔｒｅａｔ＿ Ｄ１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这说明外资企业在受到外资准

入优惠政策时， 会对企业进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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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探讨地区制度环境是否能够调节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促进

效果， 本文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引入地区制度环境变量 （Ｚｈｉｄｕｒｔ） 与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构成三重差分项， 然后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７ 第 （２） 列所示。 其中，
Ｚｈｉｄｕｒｔ ＝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ｅｘ × （１ － Ｄｉｓｉｎｄｅｘ）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ｅｘ 为樊纲等 （２０１０） ［２８］构建的市场

化指数， Ｄｉｓｉｎｄｅｘ 为市场分割指数， ｒ 表示省级行政区。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 Ｚｈｕｄｕ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

的促进作用越大。 交互项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这表明在制度环境较

差的地区，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会对企业进口产生显著抑制作用。 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

可能在于： 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 外资企业进入可能对企业进口贸易产生替代效

应； 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 经济往来的不确定性较低， 外资企业更愿意将先进技术

转移过来， 由此企业会进口较多配套的设施和原材料 （邓国营等， ２０１８） ［２９］。

表 ７　 拓展分析的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市场准入和优惠政策 制度变量的调节 知识产权的调节

Ｔｒｅａｔ＿ Ｄ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０４１９
（０ ０３８７）

Ｔｒｅａｔ＿ Ｄ２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２７８４∗∗∗

（０ ０３８９）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０ ２８２９∗ ０ ００９２∗∗∗

（０ １５５６） （０ ００３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 Ｚｈｕｄｕ ０ ０５１２∗∗∗

（０ ０１７６）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 ＩＰＲ ０ ０５３６
（０ ０４７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４ ８２８５∗∗∗ ４ ８３５９∗∗∗ ４ ８３９４∗∗∗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５７１） （０ ０５７０）
Ｒ２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１９４

样本量 １０６ ８３３ １０６ ５１２ １０６ ８３３

３ 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 我国各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这种差异是否会影响

政策效果？ 由此， 本文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引入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 ＩＰＲｒ） 与交

互项 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 ０２ｔ 构成三重差分项， ＩＰＲｒ 采用樊纲等 （２０１０） 构建的 “知识产权

保护” 指数衡量。 表 ７ 列 （３） 中的估计结果显示，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 ＩＰＲ 的估计系

数不显著， 而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０２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知识产权保护不能调节外

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效果。 可能的原因在于： 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技术创

新的重要因素， 而前文发现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不能通过影响企业创新促进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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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未能调节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效果， 这也从侧面

验证了企业创新不是其影响企业进口的中介机制。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 《指导目录》 的大幅调整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基于双重差分

法系统考察了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影响、 作用机制及异质性， 也探讨了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进口的政策效果是源于市场准入还是优惠政策， 并考察了制度

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对这一影响的调节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 外资准入政策放松显

著促进了企业进口。 机制检验发现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增加企业融资能力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途径促进企业进口。 异质性研究发现外资

准入政策放松对于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及中低技术行业企业进口的提升作用更加突

出， 其对低进口企业的促进效果最大， 且促进效果随着企业进口的增加而逐渐减

小。 拓展研究发现， 给予外资准入优惠政策对企业进口的影响效果更突出， 制度环

境越好的地区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越大。
本文拓展了相关研究， 并为深入理解外资准入政策放松与企业进口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微观依据。 根据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１） 进一步修改和完

善外资准入政策以加大引进外资力度。 负面清单管理作为外资准入政策的升级模

式， 能够促进企业进口， 因此可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引入和实施， 以实现高质量外

资进入自由化， 从而进一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２） 加快推进金融改革进程， 优

化企业的外部金融环境， 进而提升企业融资能力。 外资准入政策可以通过提升企业

融资能力促进企业进口， 因此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约束问题， 国家可积极鼓励和

引导金融机构加快设立进口企业服务部门等， 为进口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３） 积极鼓励高技术行业企业主动扩大进口。 中央政府可以在 《扩大进口贸易促

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 的战略背景下通过调整进口关税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积极

开展进口贸易， 鼓励其对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 进而实现十三五规划

中提出的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４） 加大力度深化 “放管服” 改革， 积极改

善与优化营商环境。 鉴于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外资准入政策放松对企业进口的促进

作用越大， 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提高政策法规透明度以及消除要

素流动制度障碍等优化营商环境， 从而增强其对高水平、 高质量外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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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２６５
［２９］ 邓国营， 宋跃刚， 吴耀国  中间品进口、 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Ｊ］ ． 南方经济， ２０１８ （８） ： ８４

－１０６

（责任编辑　 白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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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ｍｐｏｒ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　 ＹＵ Ｓｈｅｎｇｇｕｏ　 ＣＡＯ Ｘ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ｉｍｐｏｒｔ，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２）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Ｄ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ｉ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ｄ⁃
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 （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Ｆｉｒｍ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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